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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江：对普世伦理的诘问

蓝江

1993年8月28日至9月4日，全球6500名各派别的宗教人士云集美国芝加哥，召开了“第二界世界

宗教议会”，大会制定并通过了《走向世界伦理宣言》。这次大会以及《宣言》在世界历史上

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毕竟，在两级格局坍塌之后，它为人类照亮了未来世界寻求共存的理

想图景的道路。这个图景意味着，人们可以在普世伦理的基础上，构建和平美好的世界秩序。

问题不单单是大会和《宣言》提出了普世伦理的概念，本次大会所提出了普世理论不同于原来

西方中心主义的普遍主义概念，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大进步。在西方殖民主义的背景

下，西方文化无疑具有等级上的优先性，西方普遍主义的方式是将一元化的文化价值以霸权的

方式在全世界推广，压抑其他文化的价值的合理伸张。这种“盎格鲁－萨克逊白种男性”的文化

获得了空前的扩张，几乎成为当时世界唯一的标准价值。然而，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盎格

鲁－萨克逊白种男性”的文化由于种种原因丧失了绝对中心的地位，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不

同类型的文化（如不同民族、女权主义、同性恋团体等等）都希望在世界文化的地图上寻求合

理的坐标定位，他们本身的合理伸张过程都把矛头指向了“盎格鲁－萨克逊白种男性”中心主义

的文化。本次大会所认同的在“黄金规则”上，寻求各种宗教的合理共存，与其说是一种全新世

界伦理的构建，不如说是“盎格鲁－萨克逊白种男性”的文化在种种文化冲击前的退守，不至于

被完全的被解构掉。

尽管如此，普世伦理仍然深得人心，对普世伦理表示欢迎的不仅有西方自由主义的学者和政治

家，许多第三世界的学者也对新的普世伦理表示可以接受。普世伦理能具有如此人气，我想大

致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在现代化发展下，加上全球化的催化作用，各民族国家和各类文化

之间的距离相对缩小了。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如对于民主自由等西方

式观念，无论是在中国和还是在阿拉伯国家，无疑要比上个世纪进步了许多。世界不同文化间

越来越明显的趋同（不是一元化）趋势，为普世伦理的行空出世奠定了基础。其二，当今世界

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已经无法得到圆满解决，如环境污染、国际贩毒、

非法移民、国际恐怖主义等等，这些问题必须依靠国际间相互合作，而国际间的相互合作没有

普遍适用的准则是不行的。

于是，便有了“黄金规则”。“黄金规则”的前提在于，认同所有的文化中都共享着一些普遍适用

的原则，即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最小公分母。“黄金规则”的标准表述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得

到符合人性的对待。”很多学者等同于《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姑且把这其

中的意义差异按下不表，就不同的文化在所谓的“黄金规则”面前，所适用的范围是迥异的。如

基督教在其《圣经·马太福音》中“你们愿意人们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适用的

范围肯定是上帝耶和华的信徒，而伊斯兰教中的“你们当中，谁不想要兄弟得到他自己想要得

到的东西，谁就不是信徒”，则更明显地体现为“黄金规则”的适用范围仅仅在于真主安拉的子

民。“黄金规则”本身就将各文化中的对“非我族类”的态度给剔除了，从中抹煞了各文化和民族

在“黄金规则”上的一个重要区别。如果“黄金规则”在构建普世伦理具有一个实在意义的话，那

一个前提必须是全世界公民将在意识上形成一个无差别的共同体（类似于哈贝马斯的“跨民族

的世界共同体”），然而，这样一个共同体在目前还只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人类无疑要逐渐趋同（不同于一元化），我对此深信不疑。但是，如何构建一种合理的多元文

化共在的世界秩序是当今人们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其文化和政治形态与西方

自由主义的主流大相径庭，在新的世界秩序问题上更需要小心谨慎，因为，我们既不想在全球

化大潮中出卖我们悠久的民族文化，更不想由于保存民族文化独特性的血脉，而导致新的闭关

锁国。因此，在对新的世界秩序进行探讨时，既不能投身于自由主义的怀抱，从单纯的西方视



角来肢解中国的文化，更不能冀望于文化保守主义，走上极端民族主义或者“原教旨主义”的道

路。一种合理的研究视角必须跨越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在多元文化共在的视野中来思考，万

俊人先生的《寻求普世伦理》一书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合理的视角。

《寻求普世伦理》较好地协调了两种视野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万俊人先生那里，普世伦理在普

遍的共识基础上，各民族国家或文化能够平等地就生活中的淑世伦理达成一致，对于在不同文

化间的分歧与差异，可以通过平等的多元文化对话来解决。各类不同的文化超越了“中
心”和“边缘”的对立，在普遍平等的尊重基础上，各自的特殊性又相对得到适当的伸张，多元

文化的共在的普世伦理是求同存异，责权共赏的。多元文化下的普世伦理的构建消弭了自由主

义与民族主义的紧张关系，一方面，自由主义的普遍人权、平等、自由等观念作为人类的普遍

共识，成为普世伦理的重要理论基石；另一方面，各种民族特殊性在共识基础上，又能够得到

合理的自我发展空间。在中国与西方共在的视角中，中国一方面平等的融入正在逐渐成型的以

普世伦理为基础的新世界秩序中，无论是中国的文化还是西方的文化，在普世伦理眼中，都不

具备任何特殊的价值优先性，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仍旧得以保存和合理伸张。

问题似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然而，这种具有理想主义的普世伦理设想方案，在我看来，仅仅

具有逻辑上的可行性，一旦将普世伦理置身现实的世界秩序之中，可能会出现两个方面的实际

困难。首先是对公平的保证问题。如果我们进入到万俊人先生所提出的跨文化对话中，如何才

能保证所有的参与者都本着公平的态度参与对话？我们尚且不能保证个人在公平问题上享有充

分的自律，对于一种文化，我们又怎么能够有此奢望。另一个困难是在跨文化对话中，两方的

观念是可能直接对立的，且没有任何中间解决的可能，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圣殿山的归属上

的争论，又如何可以达成共识？如果这样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普世伦理的保证岂不成为一纸空

谈。万俊人先生的普世伦理忽视了伦理学和文化论之外的许多重要的现实因素，而这些现实因

素，恰恰是普世伦理成为现实可能的最大障碍。或许可以这么说，“9.11”事件显然在普世伦理

拥护者的思考之外，这一事件将他们美好的浪漫主义的设想血淋淋地撕得粉碎。

让我们首先从其逻辑起点开始反思一下普世伦理，即万俊人先生所提供的人类可以达成的普遍

共识。不可否认，人们可以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共识，但是这些共识并不是先验的存在的，按

照哈贝马斯的逻辑，这些共识是主体间的交往和相互协商基础上形成的。在社会原子论者那

里，这些共识是不需要的，只有在社会共同体基础上，这种人类的普遍共识才有可能。因此，

正如前面对“黄金规则”的分析一样，普遍共识必须有一个逻辑前提，即人类形成一个普遍的共

同体，只有在共同体中人们才有相互协商和交流的可能，各民族国家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亦是如

此。然而，这样一个包含世界所有文化的共同体并不存在，或者说根本没有包含所有人类和文

化的声音，至少没有包含ben·la deng 的声音。这样，被置于边缘之外的，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的，同“中心”的“多元文化的普世伦理”的冲突也不足为怪了。

如果没有哈贝马斯的普遍人类的共同体，那么普世伦理也只好求助于罗尔斯的“政治的正义”观
念。所谓“政治的正义”没有脱离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式的预设，他们的共识基础是普遍的人

权，和人们在利益协调机制上所形成的契约。当这两者应用到一种普世伦理的视野中，同样也

存在问题。普遍的人权观念发轫于西方，它是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社会模式相匹配的，如果这个

地球上还有等级社会（无论是合理的还是非合理的）的话，人权观念是否能够被接受，即使接

受了西方人权观念也是出于被迫的。如迈克尔·沃尔泽在《论宽容》中所谈到的印度寡妇殉葬

问题，在西方人观点中这是侵犯人权的行为，但是在当时的印度土邦，这是一种男性中心主义

的习俗，普遍人权，至少对寡妇并不适用。这种习俗在印度土俗中这是出于对死者的尊敬，在

他们的文化视域中，寡妇殉葬是一种崇高的仪式。英国“绅士”们的道义自然对这种“陋俗”大为

不屑，然而他们消灭这种“陋俗”的方式却不是通过普世伦理者所能够接受的文化协商的方式，

而是一种强迫和命令，消灭这种“陋俗”的过程本身就可以视为西方的普遍人权对印度的土俗的

一种强制性的征服。在利益机制上的协调的契约更不保险，人们的利益往往是暂时的，随着时

间的迁移，利益随时可以发生180度转弯，个人尚且如此，民族国家多元文化间的利益协调则



更加困难，否则小布什就不会在其上台后，先后撕毁《京都议定书》和《美俄反导条约》了。

或许普世伦理者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查尔斯·泰勒的“承认的政治”。正如万俊人先生所承

认的，他在泰勒的“承认的政治”基础上改造出“平等的政治”，按万俊人先生的解释，“平等的政

治”是“分享普遍平等的政治权利，同时意味着相互尊重对方的特殊差异，并共同寻求一种共享

的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是一种求同存异、均衡责权的人类社会的平等政治。在自由民主的

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平等是通过立宪和国家权力来加以保障的，否则仅仅依靠个人

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协调（自由主义者）和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又如何保证所谓的共同体和社

会契约不会成为强者推行其霸权的工具。在世界范围内显然没有这样具有广泛约束机制的宪法

和行政机构，所谓《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都没有严格的约束力，诸如美国这样的强国可以肆

意对《宪章》和联合国本身进行践踏，北约不经联合国授权擅自空袭南联盟说明了这个世界仍

然是一个强权世界，而不是普世伦理者所设想的平等的世界，如果《联合国宪章》对强国都没

有基本的约束力，我们怎么又能够企盼强权政治在抽象的“平等的政治”下得到约束？

无论是“承认的政治”还是“平等的政治”另一个重大的理论缺失在于，他们假定了所有的文化都

具有同等价值，因此需要得到同等的承认和对待。如果说泰勒在其《承认的政治》中还只是假

定各种文化具有相同的价值，万俊人先生则将其扩展为肯定。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化在推动

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决不可等视而论，各种文化价值实际上是不等的，因此，不能假

定文化价值的等同而期望各文化能够得到同等对待。这好比几个在一起劳动，有的人劳动多，

有的人劳动少，最后却要分得同样的报酬一样不合理。作为平等对待不同文化的价值永远是弱

势文化的反抗话语，其所承认的各文化的等同价值必然是对强势文化价值和功绩的抹煞，这一

点在西方人那里难以接受或者坚决予以排斥是不难理解的。因此在一个不成立的假定基础上推

导出的结论的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

普世伦理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跨文化对话”，在我看来，合理的“跨文化对话”是必要

的，但是我们不能对“跨文化对话”在解决文化分歧，弥合文化差异上的作用期望太高。有两个

方面的原因抑制了“跨文化对话”作用的发挥。首先是从对话本身来考察的，对话所能够解决的

问题仅仅只局限于涉及不同文化中的非原则问题，如果要求不同的民族国家和文化在原则上做

出让步，在其内部看来，将会被视为对国家和文化的背叛。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不放弃对耶

路撒冷老城主权的要求，特别是圣殿山被视为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共同的圣地，放弃对圣殿山主

权的要求，便意味着对本民族的底线原则的放弃。实际的局势发展也否认了巴以双方达成协议

的可能性，每天新闻中报道双方不断的新冲突正使他们之间认同的距离越来越远。其次，文化

对话仍然是以强权为后盾的，没有实力的国家在对话中声音夹杂着颤抖，相反，强权国家在对

话中颐人气指，八国首脑会谈的话语范围甚至超越了联合国，他们在全球局势的规划上享有充

分的主动权，我们零星地听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向强权国家发出的柔弱的抗议，但这些抗议只是

成为强权国家茶余饭后讨笑的话题。可见，在文化对话的平等的要求成为了一种呼吁，在现实

中显得是如此可望不可及。

普世伦理在理想和现实中的巨大差异，证明万俊人先生至少将两个问题排斥在外。第一个是普

遍存在的实际上的不平等。万俊人先生的普世伦理只是在理论上论证了平等的必要以及何种平

等，但是没有就平等的实际保障机制给予阐述，这样，没有现实平等保障机制的普世伦理只能

飘荡在空中，成为空中的天国，在人间，还是地狱。万俊人先生的平等也仅仅只是从文化和伦

理的角度给予论证，缺乏从具体可行的规范角度，即如何给予破坏平等规矩者予以惩罚，我们

总不能仅仅依靠以强权破坏公平者的自律来保证普世伦理的威严吧！仅此而论，抽象意义上的

平等是不可靠的，它仅仅是一种价值吁求，而不能成为现实的法治意义上的约束话语。建立一

种普遍规范意义上的平等，没有超越强权的全世界共同体的权威是不行的，至少现在的联合国

还不能担当此重任。如果没有绝对的国际权威，首号强权必然会僭位，以他自己的标准来评判

整个世界，甚至不惜以武力来凌弱。因此，普世伦理如果不希望成为虚无飘渺的空中天国，那

么就应该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普遍约束机制的共同体，但这种设想显然在目前还不现实。



第二个被排斥的是文化间的冲突。万俊人先生将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看作是非必然的，相反，

它们之间的交往和对话才是根本的、必然的。

文化之间的特殊差异也可能导致文化冲突，但差异本身并不意味着冲突。它同样可以成为，而

且更应该成为相互交在和对话的理由：因为差异，才有相互了解和理解的必要。因为需要相互

了解和理解，才必须展开相互间的交流与对话。（《寻求普世伦理》第564页）

其中的善意是明显的，他不希望文化之间的差异演化为冲突，希望用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来

化解冲突的可能性，然而这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愿望的话语并不能真正代替话语的实质

性判断。冲突，作为人类多元文化之间一种必然的事实存在，在形成新的世界秩序中具有不可

或缺的作用。引起普世伦理主义者对冲突的反感或者拒斥，大致来源于人们在冲突中太多痛苦

的经历，换句话说，他们不希望历史重蹈覆辙。然而历史的发展绝非愿望和呼吁能够阻挡的，

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一种“诸神论战”的局面已经形成，尽管不可否认，诸种文化之间仍具

有协调的可能，在一些不涉及根本原则的问题上具有普遍共识可能，但是，他们不会就其根本

原则做出妥协与让步，如果在原则上的达成一致，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建立跨民族和跨文化

的绝对权威，以权力的胁迫，如英国殖民当局对取缔印度寡妇殉葬的行政命令；另一种方式只

能是付诸冲突，用血与火来祭奠他们心目中所谓的“真”。

我在此着重提及冲突的概念，并不想像亨廷顿那样，企图构建一个全面的“文明的冲突”的理

论。在新的世界秩序逐步成型的过程中，冲突，是作为普世伦理的观念的一个必要补充出现

的。万俊人先生的普世伦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融合的视野，即多种不同文化的相互对话，相互

交流，融合为普世伦理。但是，普世伦理的形成过程并不是一路莺歌燕舞，而是不断地夹杂着

冲突的刺耳声。多元文化的分歧差异除了融合的可能之外，同样也具有冲突的可能，冲突与融

合构成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共存的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视野，两者是共在的，没有一定的冲

突，也没有一定的融合，反之亦然。限于篇幅，在此不能做过多的论述，在此只讲几点。

在一个不具有普遍平等的多元文化背景下，冲突是寻求合理文化定位可行的手段。在当今多元

文化结构中，各种文化的实际地位并不均衡，平等对待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仅仅是一个口号，

在现实中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强势文化自然不会主动地去遵循这个原则，因为他们认为西方

自由主义对人类发展进步具有优先价值，而处于劣势的文化为了争得公平的待遇在合法的范围

内受到限制，因此不得不付诸冲突。但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必须区分不同的冲突类型，不是所

有的冲突都是武力的，一些文化的冲突可能更多表现为非武力的抵制场，如印度拒绝情人节的

方式。只有当且仅当各种文化具有相差无几的地位时，近乎平等的对话才有可能。

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在相互对话中无法简单消除，而消除这些顽固的陈见，必须借用于冲突。

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派使团同乾隆皇帝商谈通商协议，但中国封建观念中根深蒂固的“普天

之下，唯我中华”的视四方皆为蛮夷，拒绝英国使团的要求；而鸦片战争后的局面发生了剧

变，中国人才发现所谓“中国”仅仅是世界的一角。普遍人权观念在推广时也遇到了同样的困

难，在许多等级社会中，人权是同个人的地位紧密联系的，正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哪个大臣如果要跟皇上讲人权，其结果可想而知。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接受普遍人权的观念，

得益于19世纪末以降的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尤其在新文化运动中，德赛二先生（民主与科学理

性）将中国传统等级伦理驱散开来。由此而言，我们今天的普遍尊重人权的观念本身就是文化

冲突的一个结果。正是具备了尊重普遍人权的基础，我们同西方文化进行交流和对话的途径更

加通畅。

在今天的全球秩序中，冲突与融合相互交互发展的进程仍在继续。“9.11事件”向人民说明，文

化冲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再次热销起

来，这无不归功于“9.11事件”。两级格局是一个相对平衡状态，因为它有两大集权之间的相互

制衡，而两级格局后的世界多元文化是一个不稳定的共存秩序，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基础上，只

有通过各方实力在冲突中此消彼长，最终趋于新的平衡。新的稳定的世界秩序不会在短期内形



成，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冲突与融合的弥合期，才能企盼新的秩序（不一

定是和平的）的到来。

来源：http://www.opencn.cn/r_zx.asp?id=7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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